东京审判的合法性、正义性及对未来的启迪

                                                 苏智良
提要  60年前开庭的远东审判是文明对野蛮的严正审判。在持续3年的审判中，尽管波澜起伏，最终正义战胜邪恶，战争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中国检察团运用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斗争策略，舌战日本侵华元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远东审判在惩处日本战争罪犯和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上是不彻底的，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追究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早有明确的结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公正的审判。
关键词  远东审判  军事法庭  甲级战犯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宣布开庭，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审判。审判日本的战犯，是人类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以及国际公法的惯例，而进行的文明对野蛮的严正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创举。远东审判持续了近3年，其中波澜起伏，悬念迭出，最终正义战胜邪恶，它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日本某些政要企图否定远东法庭的审判成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合法性、正义性不容质疑。
背景与依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二战结束后建立的、专门惩治日本战争罪犯的国际刑事特别法庭。早在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中宣告“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这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缘起。1945年7月，在中国和盟国的反攻之下，日本败象四露，战争已临近尾声。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在中苏美等国的强大攻击下，日本被迫于9月2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世界各国人民强烈要求公开审判日本战犯，《解放日报》于9月14日发表社论《严惩战争罪犯》，代表了亿万遭受侵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和要求。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从军阀独裁高压下解放了的日本人民也纷纷举行了集会，公布战争罪犯名单，要求予以惩处。在全世界舆论的声讨下，盟军最高统帅D.麦克阿瑟先后发出5道战犯拘捕令，将东条英机等战争嫌疑犯拘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当年的12月16到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议定并征得中国同意：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以便落实日本投降书的各项条款。依据上述各权力，麦克阿瑟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盟军最高统帅部特别通告》，公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是年4月26日颁布修正案），下令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地址固定于东京。
其实，战争刚刚结束，为了减轻及开脱日本国家的战争罪责，日本政府曾提出，由日本自行审判战犯，如同一战后的德国独自审判一样，但这已请求立即遭到同盟国的一致拒绝。随即，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代表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庭庭长是澳大利亚人卫勃，他刚正不阿，但有时又有些刚愎自用。首席检察官是美国司法部官员约瑟夫·季南，这人非常强悍和果敢，人称“魔鬼检察官”。他领导的国际检察局为法庭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工作。中国派出的法官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国民政府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汝璈，检察官为原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向哲浚，他们两位都是留美法学博士，是当时中国顶尖的法学家。中国监察组的成员即助理检察官还有裘绍恒、鄂霖、高文彬、周锡卿、张培基、刘济生、郑鲁达、吴学文、刘子键等，他们年富力强，具有良好的法学基础和外语能力。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是倪征噢。
那么，东京审判具有哪些法律依据呢？那就是基于正义和和平的原则以及国际公法、条约和惯例，对日本的战犯进行公开审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条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设立，其目的为公正与迅速审判并惩罚远东之首要战争罪犯。”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图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六条），“对于战争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第十条）。除此之外，还有1928年在巴黎签订的《非战公约》，日本也是《非战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明确规定不得把战争当作实施政策的工具。战前的国际社会，已公认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1923年国联曾起草《互助公约》，指出侵略战争是一种国际犯罪；1924年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议定书》也认定侵略战争是国际性犯罪。
远东法庭宣布审判日本的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五条里，明确将战争犯罪分为3种：（甲）破坏和平罪，是指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一种经宣战或不经宣战之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法、条约、协定或保证之战争，或参与上述任何罪行之共同计划或阴谋。（乙）战争犯罪，是指违反战争法规及战争惯例之犯罪行为。（丙）违反人道罪，是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进行中之杀害、灭种、奴役、借暴力强迫迁居以及其他不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上或种族上之理由的迫害行为，这种迫害行为是作为完成或共谋归于本法庭管辖的任何罪状时所施行者，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所在地的国内法，则在所不问。据此法庭把战犯分为3级：犯有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三种罪行的战争罪犯为甲级战犯，犯战争犯罪及违反人道罪者，为乙级、丙级战犯。东京审判的对象主要是犯有“破坏和平罪”、“侵略罪”和“反人道罪”的甲级战犯。这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为残酷的战争，战后审判的目的，不仅是要惩罚战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审判揭露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让全人类记取教训，捍卫世界和平。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英美法系，根据英美法律习惯，采取对质制，以证据为中心，首先假设被告无罪，控辩双方就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定证据不足，可以拒收。而被告们得到充分的辩护权力，由日美两国著名律师组成庞大的国际辩护团，因而使得法庭的审理过程充满着激烈对抗。

1946年4月29日首席检察官季南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起诉书以大量铁的事实和罪证，控告日本战犯犯有55项罪行，控诉日本法西斯在“大东亚共荣圈”等幌子下对中国、东南亚各国人民所实行的极其残暴的统治。同一天起诉书被送到了东条英机等28名被告手中。5月3日，法庭正式开庭。首先宣读起诉书，对先后被逮捕的28名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在审判中法庭几乎每天都座无虚席，日本民众要求旁听的十分踊跃。刚开庭，日本律师团竟要求曾参与新几内亚日军犯罪调查的庭长韦勃回避，企图来个下马威，但立即遭到法庭全体法官会议的拒绝，给了日本律师团以当头一棒。接着日本律师团又以1946年前国际法中没有破坏和平罪而对法庭的司法管辖权提出质疑，季南立即以1919年《凡尔赛条约》、《开罗宣言》等为依据，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保证了法庭的正常进行。

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对日本侵华侵略犯罪的认定，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证据极其重要。中国检察团决定将皇姑屯事件作为控诉罪犯的起点。最初首席检察官对此表示怀疑，但向哲俊指出，一个国家制造阴谋炸死了另一个国家的首脑，这不是战争行为吗？于是被法庭所接受，这样对日本侵略罪行的认定就从1928年开始。为认定被告犯罪，中国检察团组织了伪满皇帝溥仪等出庭作证，指认日本策划伪满、其本人失去行动自由的事实，溥仪连续出庭8天，创造了远东法庭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对于日军在七七事变中开的第一枪，中方提供了宛平县长、29路军副军长等重要的证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梁廷芳、伍长德以及国际人士贝德士、马吉的证言，揭露了大屠杀的暴行；由于战争时日本政府隐瞒真相，一般民众根本不知道“皇军”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的兽行，证人的证言，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震动。对于号称要与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的板垣征四郎，势单力薄的中国检察团从上海搬来东吴大学毕业的英美法系专家倪征噢，倪以首席顾问的身份火速增援，他们夜以继日地搜寻，在日本政府档案中发现了大量侵略证据。为了保密，他们用暗语指代战犯，如“板完”代表板垣征四郎，“板完”是上海方言，意思是“板定完结”。坂垣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事变时的日军联队长岛本，出庭后岛本宣称，当天他并没接到任何命令，而是在朋友家喝醉了，第二天才知道事变爆发。中国检察官当即指出，一个糊涂的醉鬼怎么能够是可靠的证人呢？庭长立即将其逐出法庭。当时有个小插曲，倪征噢在法庭上引述了《奉天特务机关报》的文章：“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概”。为土肥原辩护的美国律师立即反对说，这里讲的是一只老虎，与土肥原贤二无关。当倪解释说，在日占区，土肥原、板垣就像老虎那样可怕时，法庭爆发出哄堂大笑。中国检察团在法庭上，运用精深的法律知识和斗争策略，舌战日本侵华元凶，完全压倒了被告、被告证人和辩护律师的嚣张气焰，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公正的判决

法庭设在东京市谷山的前陆军士官学校，战争时这里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所在地，在战争的指挥地点来审判这些战争罪犯，历史对他们开了一个玩笑。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审讯历时两年零7个月，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国际审判。期间公开开庭818次，英文庭审记录4.8万余页，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有关证据资料达8000件，其中检察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1200页，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资料26800页，《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长达1231页，对日军侵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在东南亚的罪行进行了控诉。法庭用了整整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
1948年4月16日，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审判，审理程序全部完成，庭长卫勃宣布等候判决。梅汝璈主写《日本对华侵略》部分，长达200多页，首先获得了法官会议的通过。此后，法官们将对被告逐一量刑。这时中国政府给梅法官发来了“东字1103号密电”，指示要严惩战争罪犯。梅法官表示“自当竭其绵薄，为我国在此次空前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但法官们由于对国际法精神的理解不一和法律体系的不同，11国法官对主要被告是否要判死刑发生了严重分歧。庭长卫勃的想法最古怪，他主张将战犯流放到一个远离陆地的荒岛上去。而印度法官帕尔则提出所有被告无罪释放，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和慈悲为怀。”法国、澳大利亚的法官以本国已废除死刑为由而主张轻判。在这一过程中，梅汝璈法官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官也主张死刑以严惩。最后，11名法官以秘密投票方式决定战犯的生死去留。

1948年11月12日，法庭进行了最后一次也就是第818次开庭，卫勃庭长宣布：所有日本被告有罪。在28名甲级战犯
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本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战争狂人被判处绞刑，16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10天后，7名甲级战犯被执行绞刑，火化后的骨灰被抛洒在荒野上。此后在南京、上海、伯力、马尼拉等地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共5416人，其中937人被处以死刑，日本战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意义和历史价值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使命就是：把当年在日本法西斯政府中策划、准备、发动或执行侵略战争负有最高或主要责任的人物，作为主要战犯予以逮捕、侦查、起诉、审讯和判刑，由国际军事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这类主要战犯加以审讯和惩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东京审判和纽伦堡两个国际军事法庭一致确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违反人道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因此判决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两个判决，不仅制裁了德日主要战犯，而且给了此后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人以强有力的警告。
远东审判是司法程序和司法正义的结晶。著名法学家王铁崖曾指出：“惩罚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就是从区分侵略战争和非侵略战争以及谴责侵略战争这样的原则引申出来的，而反过来又推动了这样的原则向前发展，从而使它们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得到了确立。”纽伦堡和东京的战犯审判，确立了联合国一致赞同的原则：破坏和平、进行战争、践踏人道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必将为此承担责任并付出高昂代价。这一原则对当下和未来人类处置战争犯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张扬了理性、公平、正义”，是国际法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法庭所坚持的“侵略罪”和“反人道罪”，早已被写入《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中，而成为人类社会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之一；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战争法原则和规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般国际法原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运作，是人类为了更好地生存而做出的努力之一，它所宣扬的价值对今天的人们仍有所启发。
远东审判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使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知的暴行，如大屠杀、大规模强暴妇女等被揭发，使世界人民了解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日本军队设计的阴谋，如皇姑屯事件、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的真相等也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同样，远东审判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中国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制裁日本侵略的国际文件的签字国之一，中国积极认真地参加了审判，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东京法庭审判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也许有人会问，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有没有缺陷和遗憾呢？与纽伦堡军事法庭一样，东京审判在消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根源方面尚留有缺憾，同时也有许多明显的缺点。

远东审判在惩处日本战争罪犯和消灭军国主义势力上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纽伦堡审判时，整个纳粹体系作为审判对象，要承担责任，而东京审判只有战犯个人受审，这使得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日本并没有国家责任；二是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元首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天皇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三是美国从本国立场出发，主要追究的是对美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战犯；四是在审判后期，美国出于自己远东政策的需要，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如1948年宣布释放19名重要战犯，1950年又在刑期终了前释放了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其中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其内阁成员半数为曾被清洗之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应达到的效果，使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罪犯的清算并不彻底。
而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让天皇裕仁逃脱了战争责任的追究。1948年时中国法官梅汝璈指出：“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他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
事实上，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的多数法官包括庭长韦勃也认定日本天皇裕仁有罪。但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根据自己全球战略的需要，制定了对天皇的处置方针：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是一种象征性存在。从而将裕仁排除在被起诉战犯的名单之外，这给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拒绝正视那段侵略历史留下了后患，给日本战后政治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不彻底，使得日本不能正视自己发动的侵略战争及其战争罪行。

审判启迪未来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否定远东审判的思潮逐渐抬头，他们把远东审判视为日本民族“痛苦”、“自虐”的根源。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某些人和右翼学者从政治、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更加变本加厉地诋毁远东审判。一些高官从本国狭隘的所谓“民族文化”和“价值理念”出发，将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并经东京审判定罪的甲级战犯作为“国家民族的英雄”，完全无视饱受他们制造的深重灾难的邻国人民的感情，肆意践踏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价值观和国际法准则，使日本国家和人民陷入违背国际道义的泥沼。他们公然否认远东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甲级战犯开脱罪责；日本政要接连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并诡辩称这是“日本的内政”、“私人的情感”；文部科学省还通过了否定远东审判的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他们把侵略战争歪曲为解放战争，胡说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这些言行已经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了解历史将无从判断过去，《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90%的日本年轻人不了解远东审判，因此他们并不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右翼和某些保守政治家还有一个谬论，就是认为“甲级战犯所谓的反和平、反人类罪是占领军随心所欲制造出来的”。这种“任意审判”论以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为代表。其实，远东法庭判处甲级战犯“反和平罪”、“反人类罪”，追究其个人的战争责任，并非是在无法可依下作出的“任意审判”，国际法中早已有先例。例如一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第227条的规定，协约国成立了一个由美、英、法、意、日五国组成的特别法庭，追究前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破坏国际道义和条约尊严的战争罪行，后因威廉二世逃亡荷兰，致使审判最终没有实现。此外，1928年的《非战公约》以及《国际法院规约》等中均有相关规定。战后60多年的历史也证明，对于发动侵略战争战犯的追究，是极为必要的。
日本政府接受远东法庭的判决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篡改。战后日本政府接受了远东法庭的判决，即接受了远东法庭关于日本侵略事实和战争责任的认定，接受了对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判决。在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日本得以重返国际社会。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86年8月19日日本官房长官在众议院内阁委员会答辩时说，日本“根据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第11条，在国与国关系上，接受审判是事实”，这些表明日本政府已明确承认东京审判的正当性。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国际社会早有明确的结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是公正的审判。企图以狭隘的民族史观来挑战历史的定论，只能是徒劳的。作为东京审判的延续和发展，战后国际社会更加明确严厉追究战争罪。1968年11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即违反人道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的决议，规定战争罪犯不适用“法定时效”，不论经过多长时间均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至今，纳粹战犯仍在追捕之列。二战中，日军在中国犯下了南京大屠杀、强掳劳工、强迫妇女充当军事性奴隶（“慰安妇”）、细菌战、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行，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及违反人道主义的战争罪犯不予严惩，则无以告慰悲惨死去的数千万亡灵，无以警戒避免悲剧再次上演。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61年，然而，战争依旧在与人类相伴而行，人类是否能永远告别战争、远离暴力与强权下的恐惧，将取决于人类是否能从每一次劫难中获取多少教训，增长多少理性。我们需要谨记梅汝璈法官的教诲：“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本文刊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On the validity of the Tokyo Trial
Su  Zhiliang
Abstract: Six decades ago the Tokyo Trial was a sternly legal trial on behalf of the enlightenment world of the barbarity. The trial, which lasted for 3 years, wa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however, war criminals received deserved punishments eventually. China prosecutors performed well in the tribunal. But the tribunal did not investigate for war responsibility of Mikado Hirohit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finite conclusi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ve made of the war launched by Japan, the Far-east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was of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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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人在狱中病死，1人被诊断患有精神病而中止受审。


� 《申报》1948年11月30日。


� 《朝日新闻》2006年5月2日。 





PAGE  
6

